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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路里的人:
移动导航地图建构的劳动空间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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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媒介化社会中,人的时空感知与媒介技术高度相关,劳动及劳动

过程的内涵、外延也随之变化。 本文聚焦于平台内置的移动导航地图与网约

车司机劳动过程的嵌合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生成的空间实践和时空认知。 在

平台与移动导航地图的合力之下,司机的空间实践在平台劳资空间、导航数字

空间和城市物理空间中呈现劳动具身化、时间空间化及空间扁平化等特征。
经由数字中介的城市空间及空间实践很难再营造出稳定的“地方感”。

关键词:空间　 移动导航地图　 网约车司机　 平台　 劳动过程

一、问题由来

现代空间社会学中空间概念的生成与现代都市生活息息相关。 在波德莱尔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笔下,城市在大众和都市

漫游者的空间流动中得以构成(张昊臣,2020)。 在上述空间传统中,城市以平

面、器物、景观等样态作用于人的记忆系统,并进一步建构人对城市及空间的理

解。 人在与平面、器物、景观的互动中实践着日常生活,生产着情感、记忆,因此

城市或空间得以成为“地方”(place)(段义孚,2017:6),这是现代性生发的基础

条件之一。 当下,数字技术全面介入社会日常生活,我们的社会实践、工作劳动

以及社会交往从未像现在这般依赖数字技术的中介作用(徐婧、卢浩乾,2023)。
人们对城市空间的认知、实践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平面、器物、景观以及

依附其中的城市空间情感记忆逐渐演变成由地点、路线、数字标记组成的“被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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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的数字空间。 人在数字空间中很难再建构起借由情感、记忆、街道景观与社

区生活凝结而成的城市空间认知,这是我们理解数字技术介入下的空间问题的

基础。 如果说本雅明、芒福德(Lewis Mumford)对启蒙以降的“空间—技术—人”
的三重论述建构了现代城市空间理论的基础,那么数字技术作为重要一维是否

开拓了空间理论的新维度则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
数字时代以多维“平台”为其新特性。 平台嵌入在一个整体系统中,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平台社会”(platform society)。 平台社会基本上就是不同平台的集

合体(范·迪克等,2021)。 在平台社会业已成为日常生活基础的当下,我们的

时空观念、劳动过程都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呈现高度平台化、中介化的特性。 因

此,对理解当下数字技术与空间的交叉领域来说,平台的中介化是无法回避的一

维。 各类借助平台空间展开社会劳动的群体及其劳动过程就处于上述交叉领

域。 本研究关注平台劳动中的典型群体网约车司机,将其经由移动导航地图中

介的平台劳动过程与劳动空间实践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发掘数字空间和劳动空

间生产、重构的关联机制。 我们将探索一种理论可能,即数字技术中介下的空间

逐渐以一种扁平的方式被整合进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资本主义劳动表征之中,空
间被压缩成数字标记,并逐渐在技术与人的互动中成为干枯的数据地标。 在上述

整合和中介化的劳动过程中,空间具有了显著的生产力,需进一步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资源

为将上述错综交叠的研究领域有效地整合在一条统一的逻辑脉络上,需要

对空间生产理论、空间媒介技术研究以及劳动过程的经典论述进行梳理。
劳动过程理论对理解当下平台化和媒介化的社会关系有重要意义(姚建

华,2020;吴鼎铭、胡骞,2021)。 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将马克思《资本论》
中未得到充分论述的劳动过程提升至理论层面。 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中,概念和执行的分离是劳动过程成为控制性力量的主要原因(闻翔、周潇,
2007)。 随着技术的发展,剥削和控制不再以资本持有者为主体,实施权力的主

体转变为技术和劳动管理组织,这一过程即劳动过程(Braverman,1974:583)。
技术嵌入新型生产关系后,劳动过程的每一步都逐渐与特殊知识、培训分离,最
终简化为简单劳动。 简单劳动不依赖于工人的能力,而是依赖于管理的实践

(Braverman,1974:82、113)。 围绕这一主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多维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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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研究聚焦于平台经济中的用工模式、组织技术等系统控制本身。 系统通过

情感化与游戏化管理、时间套利等方式,使劳动者对平台及其规则产生主动认同

与被动接受的主观体验,并最终形成与平台的合作(吴清军、李贞,2018;周子凡,
2019;陈龙,2020;孙萍、陈玉洁,2021)。 平台装置也重塑了劳动关系的实践与定

义,生成了平台化的关系劳动(董晨宇、叶蓁,2021)。 还有研究指向技术本身,
指出严密的信息控制系统与智能算法主导的数字控制渗透于劳动过程中,形成

了对劳动时效的实时监控网(冯向楠、詹婧,2019;罗森布拉特,2019:325;庄家

炽,2019)。
可以说,无论是在生产现场经由概念和技术的分离生产控制,还是劳动者

“甘愿”进入“赶工游戏”,劳动过程的核心都是通过技术、知识或“同意”来提高

生产效率,进而增加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剥削(Burawoy,1979:573)。 在这一经

典脉络上,时间始终处于问题的核心。 长期被忽视的空间维度如何在劳动过程

中发挥作用,则需要进一步探索。

(一)从空间生产到空间关系生产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空间问题长期淹没在时间与历史维度中。 马克思在其著

述中将空间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认为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马克思,
2018:34 - 36),空间成为“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以及物质生

产的客观环境条件(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001:
872)。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继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的理论维度,认
为“空间”本身就是主角,提出“社会秩序的空间化” ( the spatialistion of social
order)来阐释人类社会关系的重组与建构(李春敏,2011)。 自此,人文社会科学

开始了空间转向的进程,致力于发掘社会进程中的空间维度。 在后资本主义社

会中,空间形态被资本巧妙占有并形成新的生产关系(Lefebvre,1991:681)。 列

斐伏尔提出三元空间理论,将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下的空间称为“抽象空间”
(abstract space),并将其划分为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郑震,2010)。
空间实践是物质性的空间;空间表象是构想性的空间,由“知识与符号以及对空

间实践解码方式的控制”构成(Soja,1996:535);表征性空间则是主体实践出来

的产物,蕴含着空间使用者与空间之间的互动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文军、黄
锐,2012)。 相较于马克思,列斐伏尔不仅构建了空间与媒介的联系(李耘耕,
2019),而且强调空间中的人、实践及二者的互动关系。 空间不仅是现成、经验的

生活世界,还具有建构性力量与实践反思性(文军、黄锐,2012)。 列斐伏尔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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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中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统合起来,提供了空间研究的新视角。
在人的空间实践中,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是重要维度,空间的生产即是主导

权力的生产。 列斐伏尔认为表征性空间的生产过程即权力生产的过程,资本与

媒介技术通过媒介符号控制身体,从而实现对日常生活以及身体空间的异化,人
的身体也成了空间生产的对象(Lefebvre,1991:738)。 福柯(Michel Foucault)对
空间关系的生产及身体作为空间权力生产的基础单元有精辟阐释,认为空间是

权力作用的重要场域和实施媒介 (福柯, 2007: 227 )。 借助 “全景敞视”
(panopticon)这一概念,他描述了作为“毛细血管”的现代权力在特定空间中的

运作机制。 新技术成为“权力的眼睛”,并借助凝视和自我审查规制空间以及空

间中的实践(刘涛,2014)。 主体进入监视体系或空间后,在作为空间技术的监

视下最终实现“自我监禁” (福柯,2007:113)。 在上述微观权力运作中,作为主

体权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场域,身体与技术介入下的“全景敞视”的社会空间以高

度嵌合的形式,共同为空间中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权力流转创造条件(福柯,2007:
230)。 因此,以空间作为生产的重要因素为背景,利用三元空间理论来观照当前

媒介中介下的空间实践嬗变,关注其中的微观权力运作,是本研究的理论起点。

(二)作为中介技术载体的位置媒介

马克思、列斐伏尔、福柯及其他后继者的空间理论潜藏着一条共享的逻辑线

索,即技术特别是媒介技术的兴起重新书写了时间与空间的结构。 媒介在重塑

人们空间感知的同时(郑素侠、杨家明,2021)革新了空间与媒介的关系。 空间

媒介技术开启了空间媒介化(the mediatization of space)的进程,不仅指向媒介与

空间这两个范畴,还指向空间生产的总体过程和实践,即列斐伏尔所论述的三元

空间的生产过程———空间媒介技术引导和生成新的空间实践、社会关系和日常

生活经验(杨家明、景宜,2023)。 其中,以位置媒介( locative media)为代表的空

间媒介为数字化空间的实践提供了场所,成为连接劳动过程和空间的中介技术

载体,也使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渗透于劳动实践之中。
“媒介—空间”关系的讨论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地理想象研究,历经大众

媒介到数字媒介时代的转变,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媒介与后人类媒介空间

性,数字媒介表征、算法逻辑与混合空间政治,以及移动媒介与混合空间体验三

个主要议题(王维涛、张敏,2022)。 特别在脸书(Facebook)和照片墙(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软件通过共享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简称

API)增加地理标签等位置服务功能之后,关于位置媒介的讨论在相关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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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 位置媒介是指具有感知功能、通过定位设备感知用户的

物理位置,据此提供此地及周边环境相关信息的媒介(佘云峰、夏冬梅,2018),
它与地方深刻关联,并重构或创造了更多人地关系的新可能(张昊臣,2020)。

位置媒介的使用引发了空间认知范式的转型。 移动导航地图作为典型的位

置媒介,实现了技术、空间、身体的同时在场,不仅反映城市空间,更通过“周边 /
附近”“导航”等功能指导着用户的空间流动,将路程和行程形塑为实时、可记录

的数字实践(刘钰潭,2022)。 人们在移动导航地图所表征的异质性空间中展开

的数字实践成为空间权力实体化的过程(李耘耕,2019)。 这一看似赋予用户极

大空间自主性的过程营造了“空间能够被彻底探索和控制”的“权力幻觉”(杨致

远,2015),实则建构了一种抽象、俯瞰式的“地图凝视”(cartographic gaze),使空

间表征脱离地方情景(Duggan,2018)。 同时,移动导航地图也在利用标准化空

间表征体系来重新安置城市空间:道路被简化并成为信息本身,流量导向的“兴
趣点”(point of interest)成就新的城市中心(秦兰珺,2022)。 高度理性的空间规

划更新了人的城市空间体验,空间与使用者都变得“可治理” (杜月,2017)。 更

为重要的是,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线上、线下世界关系的想象,人们与空间

相关的交往———我们“与陌生人在城市中共处所必需的能力已经慢慢萎缩”(麦
夸尔,2019:76)。 显然,“人与实践”是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三元辩证关系的主体,
但在以数字导航地图为代表的位置媒介的普及下,数字技术逐步取代人及其实

践在空间生产中的主体性,人及其实践开始“反向适配” ( reverse adaption)数字

技术(Winner,1978:496)。 人与技术在空间生产中出现了关系的倒置,技术成为

空间生产的主体,重构了空间中的关系与实践。
城市空间与位置媒介是网约车司机劳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网约

车司机的劳动空间实践既依托城市物理空间,又需借助位置媒介建构的数字空

间。 从物质性视角出发,这一空间实践依托平台与诸多元素联结,表征性空间中

的关系被延续与重构。 如基础设施般存在的平台深刻改变着劳动者的空间流动

秩序(Plantin & Punathambekar,2019),模糊甚至消融了赛博空间与城市实体空

间的边界,并铭刻、规训着劳动者的空间流动轨迹(束开荣,2022)。 从政治经济

学的视角来看,网约车司机的空间实践由平台主导的位置媒介背后的数字逻辑

支配。 司机回避平台的算法规训和监视的策略并不成功,反而巩固了现有算法

和数据系统,促进了社会空间的再生产(Chan & Humphreys,2018)。 由此,我们

看到了由位置媒介建构的新空间实践及其在相关平台劳动过程中开辟的新的理

论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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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梳理,本文将研究对象确定为网约车司机的劳动空间实践。 该空

间实践以接入网约车平台及其内置的移动导航地图为前提———我们将其称为网

约车司机的劳动空间实践情境。 据此,本文尝试建构以下理论框架:联结空间生

产与权力微观运作的可能逻辑,将人的具体空间实践视为权力和社会生产的场

域,探索位置媒介技术如何建构劳动过程中的空间、空间实践及其生产的机制。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第一,网约车司机在劳动过程中如何使用电子导航和数

字地图,并完成在物理空间与数字平台的双重实践。 第二,内置于平台的移动导

航地图如何作用于网约车司机的城市漫游和劳动空间实践,其中蕴含怎样的空

间权力与劳动异化问题。 第三,网约车平台与移动导航地图形塑了网约车司机

的劳动空间实践,这缔造了怎样的新型异化空间,此空间又如何在网约车司机的

日常劳动中发挥作用。 本文尝试挖掘新的理论可能:利用“空间生产—微观权

力”的理论框架观察上述实践情境中的嵌合关系,最终建构数字时代平台劳动

过程的空间维度———将移动导航地图作为一种数字化的空间接入形式,探索数

字化时代“空间—技术—劳动”联结的空间批判理论及解释框架。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本文以民族志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

式访谈收集材料。 田野调查主要经历两个阶段。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11 月期

间,笔者以 C、G、D 三个主流网约车平台为数字田野,围绕网约车司机的具体劳

动过程、移动导航地图(后文简称为“导航”)使用情况、司机的城市空间记忆、司
机的城市空间分区等方面展开观察和访谈。 2022 年 6 月开始,笔者经访谈对象

介绍加入“X 市网约车交流群”微信群(群内共 215 人),对其日常互动展开进一

步观察,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访谈。
在第一阶段的观察、访谈中,我们发现网约车司机在劳动过程中需要集中注

意力,无法展开深入交流。 为克服上述问题,在第二轮调研中,我们经群内司机

介绍,了解并选取了三个新能源充电站作为线下田野点。 驾驶新能源汽车的司

机通常每天会用 1—2 小时给车辆充电,并利用该时间在充电站提供的公共休息

室休息聊天。 这不仅为访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且司机之间的交流也为我们

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依托线下田野点,笔者对使用上述主流平台的 26 位网约车

司机进行访谈,以初次受访时间为序进行编码。 被访司机中有两组访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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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四人)针对访谈问题展开了相互讨论交流,所得信息也被纳入分析之中。
我们统计每位司机的地图使用情况后发现,相较于普通人或巡游出租车司

机,网约车司机对导航的需求及依赖更强。 他们不仅需要网约车平台内置的导

航系统,通常还会在同一设备或另一设备下载其他移动导航地图同步使用。 因

此,我们认为,在平台与移动导航地图的合力之下,司机的空间认知可能更加依

赖二进制转换的数字化、媒介化空间;平台与导航的嵌合可能在物理空间实践与

城市空间感知两层面对网约车司机产生影响,并进一步重塑其劳动过程。 而这

一经由数字媒介技术建构的劳动过程及其空间实践则暗含了新型异化的生成。

四、身体即工具:网约车司机的多重空间劳动与身体实践

观察网约车司机的日常劳动过程,可以发现一组工具与主体的矛盾关系:网
约车司机被固定在劳动工具(驾驶舱)中,在城市空间中“自由”漫游。 不同于其

他类型司机,平台的介入使得网约车司机劳动空间的形式、逻辑均有变化,司机

的劳动过程呈现身体高度参与的多重空间劳动特点。

(一)劳动空间与劳动工具的再嵌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述了劳动者生产空间的固定化、集中化趋势。
有学者对马克思关于空间的思想进行总结后指出,资本主义的介入使得生产要

素在劳动空间中被重新安置,在以生产剩余价值为唯一标准的逻辑下,生产方式

发生了从“工场手工业分工”向“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转变,劳动空间的规划原则

也随之转变:劳动空间由分散转向集中,劳动者进行生产的空间更加固定,即利

用固定的生产资料在固定的空间中生产(吴耀国,2017)。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时代的劳动过程与制度被后工业时代的弹性劳动所替

代(贝尔,2010:35),劳动空间与劳动工具不再高度绑定,劳动工具和劳动者从

工业时代固定于特定劳动空间的状态转变为弹性、流动的状态。 在生产、劳动和

管理制度的弹性转折中,劳动者的主体性似乎得到了释放。
然而,在弹性用工制度与平台合力之下,劳动空间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联性

再度发生变化:劳动空间、劳动者及劳动工具之间弹性、流动的关系似乎重新变

得“固定”。 在网约车平台的司机招募广告中,“自由”二字十分常见。 不同于工

厂生产模式,网约车司机看似能自由安排劳动空间与劳动时间,被赋予高度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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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自主权———其所处的劳动空间开放、自主且流动,不再是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

义制度下的“血汗工厂”(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001:375)。 但通过观察与访谈,我们发现在自由的表象下,网约车司机的劳动

过程并未摆脱空间控制,反而在其空间实践中卷入新的劳动控制之中。
在受访的全职司机中,超过半数的司机每日工作时长达 10 小时以上。 司机

在超长的工作时间中看似漫游于不同的城市地点之间,实则被困于一方驾驶座

位之上,作为劳动工具的车辆成为司机的劳动空间。 在此意义上,劳动工具革新

带来的弹性劳动体制不仅没能成为解放的力量,反而作为一种“随身”工具,成
为网约车司机劳动的控制性力量。

这个行业就是开车时间长,我一天 15 个小时。 现在除了吃饭、上厕所、
睡觉, 其 他 时 间 都 是 在 车 上, 每 天 一 睁 眼 就 出 车 了。 ( 访 谈 资 料

20220711SJ17)
开车比坐车累。 说是能休息,但车不离人、人不离车,开累了大部分也

是在车上休息,等于没休息。 (访谈资料 20220829SJ23)

如前文所述,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变革的过程中,劳动空间呈现集约化

特征(吴耀国,2017)。 劳动空间的集约化在网约车司机劳动过程中得以重现,
且呈现与传统工厂生产不同的形式,即在“流动的固定场所”中展开劳动。 网约

车司机在城市空间中穿梭,看似拥有在空间中无限漫游的权力,实则在生产工具

和生产空间合二为一的作用下经历更复杂的控制,数字平台劳动空间呈现复古

特征。 如果说马克思所论述的纺织女工的劳动空间被固定在无法移动的纺织机

前,那么网约车司机的劳动空间则是被固定在自由移动的车辆之中。 需要说明

的是,尽管其他类型的司机,如出租车司机等也在上述流动的固定场所中进行劳

动,但其劳动空间与劳动工具的绑定关系远不及平台介入后的关系那般复杂。

你可以到机场附近看看,网约车和出租车一起排队等人,等待时间太长

的时候,出租车司机下车聚在一起聊天、打牌的都有。 你再看哪个开网约车

的在那打牌呢? 都在车里盯着单子呢,最多下去上个卫生间,互相之间也不

交流。 (访谈资料 20231010SJ24)

网约车司机短暂、临时地从车厢离开,就可能面临漏单、丢单的风险,进而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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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平台的惩戒。 网约车司机的劳动空间看似广阔,实则有限:他们被给予有限的

流动自由,但却从未脱离平台对劳动空间的严格限制。 而当视角转向微观空间

时,平台规训则作用于身体空间,劳动空间的规训也为身体的工具化转向创造了

条件。

(二)网约车司机身体的工具化转向

资本主义体制利用空间来规训与改造身体,通过突出空间的封闭性、凸显身

体的空间依附性和强化身体的空间监视来构建便于管理的“敞视环境” (吴红

涛,2019)。 上述三种空间权力也是观察网约车司机空间实践的三个维度。
平台及其内置导航精准指引网约车司机劳动过程中的每个行为,既确保司

机精确地接到乘客,又规范司机操作。 在此空间实践中,平台与内置导航仅提供

了抵达目的地的诸多路径中的一种,并强制性地将其设为唯一路线。 以 X 平台

的内置导航为例,司机到达上车点后,前往目的地的导航路线仅有一条。① 司机

按路线开始行驶后,平台基于 Wi - Fi 地理围栏、运动状态识别、定位识别综合传

感系统等内置技术规则和标准化流程,实现对司机个人身份、运动状态等数据的

采集,确保司机目标与平台组织目标相一致(Griesbach et al.,2019)。 例如,当网

约车司机偏离路线时,平台会通过语音播报不断提示司机将面临因偏离路线而

扣除服务分或扣费等惩罚。 为避免惩罚,尽管司机知晓多条可抵达路线,但仍选

择平台预设的单一路线。 由此,司机便成为在出发和抵达之间按照标准流程进

行快速、安全穿梭的客体。
从微观权力作用于身体空间的视角出发,在单一路线的重复往返中,网约车

司机的身体被简化为其劳动工具的工具,平台及内置导航对司机身体空间的征

用与支配由此达成。 上述身体空间的工具化转向在两重空间实践中得以形塑:
一是作为劳动工具的驾驶舱内的空间实践,这使交通基础设施成为劳动场所;二
是平台内置的移动导航地图的空间路线规训,这使平台规则成为劳动者空间认

知和实践规划的主要来源。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的权力规训不再是古典时期对身体的残酷惩罚,而是利

用规范的训练和要求以及全景式的监视来达成对身体的精细化控制(福柯,
2007:259)。 其中一类控制便是在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内给予被规训者“表格”似
的纪律规范,规定他们的作息时间与活动场所,培养其身体与精神的习惯,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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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日常移动导航地图使用中,当用户开始使用导航时,平台会给出多条路线供选择。 但在网约车平台

内置导航中,一单往往仅提供一条路线。



达成对被规训者的持续支配(栗峥,2011)。 平台内置导航借助精准的定位系统

和对路况路程的“全景”把握,以统一的驾驶逻辑为司机运算出标准的行驶路线

及行驶时间,在空间与时间这两个身体持存的必要维度上展开控制。 这样的控

制被编织进平台严密精细的时空规训之中,司机的身体空间逐渐沦为“被支配

的空间”,其主体性被劳动工具的合理性所取代。

你得跟着导航走,不能自己走,平台看到你偏离多少米都会有提示。
(访谈资料 20220726SJ8)

不过,现实中这一过程也有可“操作”的空间。

也可以乘客觉得怎么快怎么走,但是 X 平台的判定标准是,路线选择

上你没有给乘客解释清楚,全是司机的问题。 有次我拉了一个从 Q 区到 G
区的,导航让我走三环,我给乘客建议走绕城,虽然远一点但是不堵车,乘客

也同意了,但是第二天平台来消息,我被投诉绕路,我和乘客沟通了,结果我

还是被扣分了。 (访谈资料 20220720SJ6)
有些小路也省时,但我现在不给乘客说这些,就是按照导航走。 省得麻

烦。 (访谈资料 20220829SJ23)

福柯指出,“身体的物质性是第二位的,身体编码的逻辑或者结构是第一位

的”(福柯,2007:361)。 在网约车司机的劳动空间实践中,身体主体性在平台与

导航的约束下被搁置,司机不需要、也不被允许行使自主权,并逐渐在管制中自

愿成为“无意识”的“工具”。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平台对司机的控制并不限于约

束其空间移动的自由,还延伸至司机的社会交往等层面。 例如,平台倡导司机在

行程中不打扰乘客,过多的交谈将使司机面临投诉与扣分,因此司机在行程中大

多保持沉默。 由此看来,平台在征用司机物质性的身体空间及劳动力的同时,也
借用导航取代其具体路况判断、实时路线规划、行程时间安排等信息加工与自主

思考的空间实践能力。 司机已然成为海勒(Katherine Hayles)笔下被动接受各种

“话语”“结构”“系统”“机器”对其进行铭写的“塑泥”(海勒,2017),司机的身体

成为其劳动空间实践得以操演的空间,身体被明确地划分为物质性和精神性两

个面向,身体空间的异化就此形成。 在平台成为新的社会基础的当下,网约车司

机似乎重返了“流水线”式的劳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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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开这个车,它现在就是把你培养成“瓜子”,①从 A 点到 B 点,从
B 点到 C 点,你把人送到就对了,当个机器人,不允许你聊天。 跑专车的不

能跟乘客说话,现在感觉跑车时间长,跟人沟通都出现问题了。 (访谈资料

20230411SJ19)

网约车司机往往被认为是对城市空间最熟悉且空间实践最频繁的群体之

一,他们理应是城市空间中最易于获得“地方感”的人。 然而,尽管他们在具身

参与劳动实践,但其与空间和地方的关系却在悄然变化:他们在城市中漫游,却
与波德莱尔笔下漫步在巴黎街头、用身体真实体验与观察城市的“浪荡子”相差

甚远。 城市不再是“地方”,而是被简化为不断重复位移动作的“空间”。 更为重

要的是,作为空间实践,漫游是网约车司机进入劳动过程的前提,蕴含着其在城

市、平台、移动导航地图三重空间实践中将身体转化为劳动工具的异化逻辑。 在

此意义上,身体工具化是网约车司机以平台为中介的空间实践之产物,也是其重

要特征。 作为劳动工具,经典劳动过程理论中被忽略的身体进一步与劳动空间

产生互动,这构成了数字时代网约车司机空间实践的第一维。

五、时空重组:劳动过程的时间空间化与空间技术化

如果说网约车司机的身体作为第一维揭示了空间维度下劳动过程的微观权

力和异化视角,那么网约车司机的平台劳动及其劳动空间视角的第二维则呈现

时间空间化的重要转向。 这一转向的重要条件是移动导航地图开辟的二维数字

空间成为网约车司机的劳动空间之一。
网约车平台通过向第三方提供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或自行研发导航来实

现与移动导航地图的技术合力。 上文网约车司机的身体工具化是平台对其

身体、行为层面的控制。 而导航在嵌入平台逻辑并用以辅助空间实践后,将
对网约车司机的意识或认知发挥作用。 司机自行生产出一套关于跑单的“时
空认识论”,并在移动导航地图的技术律令指引下将其运用于空间实践,重构

自身的空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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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北方言,同“傻子”。



(一)劳动过程的时空秩序重组

对于网约车司机而言,虽然接单即意味着丧失择路权,但司机可选择前往特定

区域附近等待派单。 那么,看似自主选择的背后是否存在某种潜在的时空逻辑呢?
笔者通过访谈发现,司机的时间成本大于空间成本,相比“在城市的哪个空

间接单”,“如何在同一时间段内接到更多订单”才是司机的主要诉求。 乘客订

单量大、路程畅通无阻的区域因拥堵时间少、订单循环快而受到司机的青睐;道
路拥堵的区域会耗费司机大量时间成本,且订单循环慢,司机总是避之不及,并
称之为“烂单子”。

我前几天接了一单,耽误我将近一个小时,去接人时堵半天,接上人了

又堵半天,一个小时挣 15 块钱,气死人了。 (访谈资料 20220425SJ7)
哪怕我这一单少挣一点,我也不想堵在路上,堵到那里就废了,堵一分

钟就四毛钱,堵一个小时车在那里不动才二十四块钱,车动起来我心里也不

发慌。 (访谈资料 20230310SJ20)

罗萨(Hartmut Rosa)认为现代社会的加速体现在单位时间内需要完成更多

的事务,而维持原状就等于落后(罗萨,2018:45)。 对于网约车司机而言,堵车

则代表着订单流水的停滞,为了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更大利润,司机不得不形成一

套关于城市拥堵程度的时空经验,以加速完成订单。 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司机主

体性与平台内置导航的博弈:为了避开拥堵点,司机会放弃遵照导航规划的拥堵

路线,选择自己经验中不拥堵的路线,不惜以牺牲服务分为代价,只为能快速结

束订单,避免停滞带来的时间损失。

我就不按导航走,比如从 B 区到 C 区,明明有其他路线,导航非要给你

导最堵的路,按照导航估计得一个小时。 扣服务分就扣,服务分有时候也就

是个摆设。 (访谈资料 20220719SJ15)

值得注意的是,在降低时间成本与提高接单效率的前提之下,司机自主将时

间与空间对应,即借助导航的实时路线提醒以及导航界面中拥堵地段的可视化

呈现,构建“哪一时段该跑哪个区域”的空间经验。 在访谈中,司机 SJ14 就表示

自己的巡游并非漫无目的,而是遵照“时空经验表”完成空间实践和劳动(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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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网约车司机时空经验表

时段 订单量 接单区域与订单特点

5 ∶ 00—7 ∶ 00 早班 小 道路不拥堵,且多数是前往机场或高铁站的“大单子”。

7 ∶ 00—9 ∶ 00 早高峰 大
小区聚集区域的上班出行需求较大,只要尽量避开严重拥堵路段,
就能够保证订单流水。

9 ∶ 00—12 ∶ 00 平峰期 小 有单就接,可以尝试郊区,可能会有长订单。

12 ∶ 00—14 ∶ 00 午高峰 大 每单路程短,可以利用该时段增加在线活跃度以提升服务分。

14 ∶ 00—17 ∶ 00 平峰期 小 单量较少,可以利用该时段吃午饭、午休、给车辆充电。

17 ∶ 00—19 ∶ 00 晚高峰 大 与早高峰接单方式一致。

19 ∶ 00—23 ∶ 00 晚间 中等 可以去人流量大的热门商圈和人口密度高的小区附近接单。

　 　 注: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而成。

从表 1 中不难看出,在平台“时间弹性”话术下依旧潜藏着对时间的控制,
即通过“在线活跃度”与“服务分”挂钩的机制来迫使网约车司机在平峰期持续

接单,或是通过更高单价来吸引司机跨区接单。 而在劳动过程中,网约车司机将

平台模糊的时间规定操作化为更精细的劳动“时空经验表”,并形成与之相对应

的工作节奏和空间秩序,为其在空间中的劳动实践和短暂“逃逸”线路的规划提

供依据。 这隐藏了更深层次的控制问题:当平台介入网约车劳动过程后,资本方

不再是唯一且显著的控制主体,此时技术的中介效应显现出来———平台的控制

转化为提供帮助和资源的空间,网约车平台成为大型的资源配置场所,导航创造

的数码空间协助司机不断加速、提高其生产转化效率。 在上述两重空间中,网约

车司机“自愿赶工”,不以满足平台要求为目的,而以实现自我价值为宗旨。

说实话每天不自由,你早晚高峰不在线,它(平台)不会好好派单的,刚
刚是电剩得不多了,不然这会儿应该是我们的上班打卡时间,五点到八点要

打卡,要在线的。 (访谈资料 20220712SJ16)

自愿赶工的劳动控制机制虽然使网约车司机创造了从平台导航的规定路线

中短暂“逃逸”的弹性空间,但为了追求绩效,司机依旧会忌惮平台的制度性惩

罚而重新接受规训。 此时,时间和空间之间呈现一种全新的张力关系,二者在具

体劳动空间实践中充满矛盾又彼此互嵌,微妙且妥当地将司机封闭在车厢内、城
市中;将加速的时间规律内嵌在城市空间中。 本文将上述网约车司机劳动过程中

的新型“赶工”状态称为劳动时间的空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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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动导航地图的技术律令属性

上述时空新秩序及其张力是在数字平台及其内置的移动导航地图的合力下

形成的。 平台在劳动过程中扮演控制主体的角色,而实施控制并实现劳动时间

空间化的重要技术载体则是移动导航地图。 作为“自主性”技术,导航具有自我

生成、自我维持和自我规划的机制(Winner,1978:52)。 因此,导航地图技术中介

的劳动过程及其与人的互动关系就具备了主导性和生产性。
网约车司机对导航具有极高的依赖性。 以出租车司机为参照,出租车司机

知晓目的地的大致方向后,可凭借空间记忆灵活选择路线,导航仅作为辅助性工

具出现在行程中。 在调研过程中,许多出租车司机表示自己开了十几年出租车,
有时虽然难以精准定位乘客目的地,但能凭借大致方向、道路信息进行模糊定

位。 他们在到达目的地附近后,如还未能通过记忆精确定位,才会使用导航。 但

网约车司机从接入平台的那一刻就需要通过定位系统接受平台的调配,并全程

按照导航指引完成订单。 对网约车司机而言,导航从辅助工具变为了唯一选择。
这种转变使移动导航地图成为网约车司机劳动过程与空间实践的“技术律令”,
不仅规定了其在城市空间中的巡游秩序,也使得司机逐渐丧失在空间中的自主

性。 司机在社会生活中理应具备的识路、择路等空间感知及记忆能力逐渐被技

术和导航替代,城市不再需要司机依靠实践去熟悉,而是以精确的二维化平面直

接呈现在司机面前。
当技术成为将人类经由理性掌握事物的关切转化为行动的一种方式时

(Winner,1978:88),技术便开始建立自身的秩序。 交通技术以快速流动与克服

一切地理阻碍作为唯一逻辑,道路以宽广、便捷、服务交通运输为要求,城市空间

的交流性被大大减弱(卞冬磊,2019)。 而以二维形式呈现立体空间的导航在介

入司机的空间实践时,呈现如下技术自主性:导航的目的就是帮助司机便捷且高

效地抵达目的地,无助于完成这一目的的其他所有信息都可以被淡化甚至隐去。
在行驶过程中,导航的指导功能几乎覆盖了网约车司机可能遇到的所有情

况,包括路况、限速拍照点,等等。 只要打开导航,司机就不再需要动用驾驶技能

之外的任何能力。 部分网约车司机甚至在已经熟悉的路程中也会开启导航,使
用导航已经成为习惯。

现在导航准得很,我从 XA 回 FP 我都得导航呢,开着导航又不费啥事

儿。 (访谈资料 20220917SJ14)
我基本上是打开平台的导航,旁边还用另外一个手机的 G 地图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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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 个 导 航 也 比 较 智 能 方 便, 到 偏 远 地 方 也 都 很 准。 ( 访 谈 资 料

20220720SJ8)

在上述劳动过程中,网约车司机从最初不得不按照导航规划的路线走,否
则将会被平台制裁,转变为主动选择导航;从服从技术律令转变为主动反向适

应技术(Winner,1978:39)。 要想在行程中不出错,司机就要相信技术的智能

性,放弃自己原有的路线规划能力,同时他们对城市空间熟悉与否也与能否抵

达目的地无关。 在访谈中,七位司机明确表示自己记不住路线,也没有必要记

住路线了。

你把我搁到其他城市也能跑,因为都是导航的。 (访谈资料 20220629SJ6)
反正用起导航之后,人都成个摆设了,我以前开过一段时间出租车的,

我对这路都熟悉得很。 现在光看着导航走了,不靠人脑子去想、去看、去记

忆了,我感觉现在这导航一开对人的记忆力都(有影响),我开了这段时间,
我都没有记住哪一条是啥路,还不如没有用导航的时候记得(清晰)。 (访

谈资料 20230418SJ17)
不是我记性不好了,是人懒了,我觉得没必要记住了。 (访谈资料

20230311SJ16)

从网约车司机对移动导航地图的使用体验中能够看出,导航技术与人的互

动呈现“反向适应” (Winner,1978:55)的特性。 导航技术已经部分取代了司机

的空间规划能力及本能的识路能力,且司机往往将“记不住路线”归咎于自身记

忆力下降,或是将“自己规划路线”这样体现主体性的行动称为“没必要”。 我们

认为,在上述转变中,司机的空间经验与空间实践分离了:司机积累的空间经验

在导航与平台的规制下难以发挥作用,基于数字空间的空间经验也无法形成具

有情感、记忆和群体共识的地方经验。 因此,网约车司机在劳动过程中形成新的

空间认知和知识体系建立在一条条由“线路”编织成的二维化和数字化的“网”
之上。 如网约车司机所察觉的那样,人成了抵达目的地的工具,人辅助智能导航

来完成每一单行程。 此外,为了使司机专注路线,导航通常将特定路线用明亮的

彩色标识出来,路线之外的城市空间则用点与块等灰色符号组合来标识,这一空

间标识方式也影响司机对城市空间的具体感知,改变了司机对“地方”的理解和

情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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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车外无“风景”:劳动过程中新型异化空间的生产

在移动导航的深度中介下,网约车司机的空间认知逐渐数字化、并与真实的

城市空间产生分隔。 对于司机而言,空间实践生产并再生产了一种介于城市物

理空间、平台劳资空间与导航数字空间之间的新型空间。 在物质—数字的多重

空间中,空间的三元辩证体系及其与人的关系均处于平台和导航地图的中介下,
一种全新的空间感知被生产出来。

(一)导航介入的三元辩证空间关系

点开移动导航地图的客户端,映入眼帘的是“哪儿都熟”“反映真实世界”等
宣传语。 借助导航,人们能到达城市的任何角落。 网约车司机更是与导航关系

最密切的群体。 导航不仅帮助司机顺利抵达,减轻识路记路的负担,还给予了司

机在空间中的“解放”———拥有了导航,司机似乎只需坐在车内就能够克服一切

空间阻碍,以“上帝视角”观看城市空间,自由移动似乎成为可能。 但在导航介

入的空间实践过程中,网约车司机的空间认知能力逐渐被取代,并进一步生成了

一个数字化的新型异化空间。
移动导航地图反映出的所谓“真实世界”主要是依托兴趣点、城市公共交通

系统等“点与线”的几何符码构建起的一幅以数字形式展现的简化的城市图景。
为了在同一页面中突出正在行驶的路段,导航通常会用明亮的绿色标注所在道

路,周围的楼房、街道、公园等则用灰色来标识,行走于城市中的人更是直接被省

略。 尽管众多主流导航系统开始利用三维立体图像来显示路线,但画面依旧以

道路为中心,其余设施均以参照物和几何立方体的形式出现在画面中。 芒福德

认为,街道不仅是城市中的重要公共空间,还是城市生动活泼的体现(芒福德,
2004:375)。 而现代交通技术以追求快速、效率为由,用道路规定了城市物理景

观(特斯特,2010:38),城市公共空间逐渐被侵蚀。 作为直观反映交通系统的工

具,导航更是在交通技术的逻辑之上进一步突出了道路的绝对性,即跨越阻碍、
完成抵达。 导航将人群、车辆聚集的拥堵街道显示为红色,司机往往会避开这些

街道,甚至视其为阻碍,热闹的街道成了抵达目的地的绊脚石,这颠覆了作为公

共空间的街道的重要性。 因此,在导航和平台的中介下,公共空间成为仅用于流

通的通道,失去了其原来具有的丰富意义(何顺民,2014)。 空间中生动的关系

被搁置和忽视,数据地标构成了司机脑海中新型异化城市空间的表象系统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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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性框架。 在该框架中,城市被道路规训、分区,其功能性决定区域的拥堵状况

和订单热度。 司机也由此逐渐积累起城市接单经验,城市空间被司机按照时段

和单量自然分区。
根据 12 位受访网约车司机对其日常接单热点分布的描述,我们发现司机有

清晰的城市订单热度认知。 例如,对 X 城区南部的订单偏好远远大于北部;另
外,他们会按照时段、城市区域功能、公共交通分布、天气等具体情况将城市划分

为不同区块。 由此,网约车司机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出一套独特的新异空间,这个

空间首先由二进制生成的数字化地标搭建道路框架,再以区域功能为导向自主

划分出城市的“热力区”。 该新型异化空间缺少城市与人的互动和关系的生

产,没有多余的城市风景,订单量成为司机在空间中追逐的唯一目标。 同时,
网约车司机基于订单量自主划分出的城市分区,也从侧面反映城市公共交通

作为空间基础设施的不平衡发展(哈维,2013:215),从而进一步对公共生活造

成影响。

(二)网约车司机在新型异化空间中的流动与悬浮

无论是在平台劳资空间中成为客体,还是在导航二维化的数字空间中建构

异化的城市空间经验,网约车司机在以上两个维度的空间实践,直接影响了其对

城市物理空间的感知:高速流动未能带来地方感,城市空间作为沉默的背景出现

在劳动过程中,网约车司机悬浮在新型异化空间里,难以落脚。

如果路上有啥好风景了可以瞟两眼,像昨天的晚霞就不错,我拍下来

了。 (访谈资料 20220720SJ8)

在一次访谈中,一位司机师傅向我们展示前一天他特意停车记录的晚霞,并
说自己经常会在高架桥上欣赏到没有被高楼大厦遮挡住的夕阳。 虽然身体固定

在车内无法移动,但他依旧具备短暂欣赏车外风景的机会,尽管风景转瞬即逝。
“流动”是网约车司机空间实践的主题,其流动轨迹遍布城市空间各个角落,却
无暇关心空间生产的都市关系。 空间成为流动的“派生物” (桑内特,2008:
239),网约车司机在高速流动中对风景的“一瞥”,只是将风景符号化并短暂纳

入体验,这种非深度的接触实际上降低了身体对环境的感知能力,人们看到的只

是流动的、平面化、拼贴式的风景(卞冬磊,2019)。
同时,网约车司机职业也具有流动性。 许多司机表示入职网约车平台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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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过渡性的选择,自己可以在开车的同时等待更好的工作机会,或是在入职后

随即快速离开网约车行业。 职业的流动性更加决定了网约车司机“没有必要”
深度了解城市空间,“随进随出”“跨城 /省”的劳动模式贯穿在整个网约车行业

生态中,城市空间只作为实践的“容器”出现。

我记得以前人家出租车入职的时候,还要看你对整个市区的路熟不熟

悉呢,有规定和培训的。 网约车不会有的,就要求你有个两年的驾驶经验就

行了,你对路熟不熟悉人家平台也不关心。 (访谈资料 20230808SJ25)
我失业后先去跑外卖,大冬天太冷,经人介绍来跑专车,打定主意就做

个过渡缓冲,还是要找正式工作。 没啥职业认同,也无所谓在哪个城市跑。
没想到走不了了,(平台)不会让韭菜跑掉的。 (访谈资料 20230911SJ26)

罗萨在论述空间异化的可能时指出,亲密与熟悉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时间成

本,而快速地移动或迁居则使人们无法对地理空间产生亲密感,即便可以记住不

断流动的新的城市空间中不同“场所”的地理位置,这一空间记忆依旧也会转变

为“沉默的”空间:“这些空间没有故事,没有回忆,没有交织着自己的认同感”
(罗萨,2018:216)。 正如许多司机所说,在没有推出导航服务之前,司机通常凭

借记忆和方向感来具身感知城市,只要走过的路就会记住,在有了导航辅助之

后,司机的城市空间记忆反而模糊了。
只有当空间成为地方时,人在其中才真正地鲜活起来。 人及其社会关系在

地方中得以存在,地方感是人与空间真正得以连接的方式(段义孚,2017:262)。
而在网约车司机的空间实践中,城市空间难以发展为“地方”。 在转瞬即逝的流

动中,司机与乘客、城市只是萍水相逢。 对于司机而言,一方面他们需要满足平

台倡导的行程中不打扰乘客的要求,减少沟通、保持安静;另一方面他们在与城

市的互动当中继续沉默,飞速穿过街道,在物理层面与关系层面都未留下情感与

记忆的痕迹。 与追求速度和效率的诉求相比,无论司机有心还是无心欣赏,城市

风景都成为可以忽视的场景。 城市空间只是导航界面中二维化的显示与分区,
城市以扁平化的形式进入司机的空间感知。 在此意义上,网约车司机虽是城市

空间实践最积极的主体之一,但空间中丰富的公共生活意义却几乎与其无关。
他们的实践构成了当代都市空间中的重要景观,却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 城

市空间以一种客观、可计量的数字化形态进入到网约车司机的劳动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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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聚焦于网约车司机经由网约车平台及其内置的移动导航地图所中介的

空间实践和劳动过程,探究空间在何种维度上参与其劳动过程,并得以生产和再

生产。 本文旨在发掘数字时代劳动过程中空间研究的新维度,并进一步描摹数

字平台在当前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研究发现,网约车司机的劳动过程呈现三个维度的空间转向。 一是平台和

导航中介下的身体空间作为微观权力运作的场所,呈现高度工具化的趋势。 在

上述空间实践中,身体成为平台资本和导航技术及其权力运作的微观场域———
身体被转化为劳动工具的工具。 此时,身体与车辆、车内与车外,以及劳动主体

和平台导航的三重空间浮现出来,网约车司机越发紧密地陷入上述三重空间的

制约之中。 二是劳动过程中的时间在移动导航地图的技术中介下呈现空间化转

向。 在平台规则和导航指引下,网约车司机形成了一套以空间表达效率的时空

秩序。 原本作为辅助技术的导航成为司机不得不遵守的律令,并在司机对技术

的反向适应中取代了其对空间的认知能力和在空间中的主体性。 三是网约车平

台及导航技术生产和再生产了多重新型异化空间。 网约车司机在其劳动过程和

空间实践中形成了有别于“浪荡子”编织现代性的新型空间经验,他们在车内导

航和车外风景的共同作用下,生产出一个数字化、几何化的城市空间。 该空间由

城市物理空间、数字化的平台空间、导航地图营造的二维数字空间、网约车及司

机的身体空间共同构成。 在时空秩序重组的进程中,网约车司机成为生存于平

台搭建的“网”路里的人:在空间实践层面,司机既活跃在城市物理空间的道路

上,又活跃在以平台为中介搭建的数字—物质双重基础设施之“网”中,司机作

为“劳动工具的工具”出现在这一空间实践里;在空间感知层面,司机接受来自

移动导航地图技术律令般的空间指导,并生成了新的时空认知。 导航成就道路、
旨在抵达的思维也深刻影响司机认识城市的方式,真实的城市空间就如同导航

呈现的那样,由线性的道路组成一张二维化的网络。 网约车司机也许不再需要

风景与公共空间,一条条线路与一张张网络即可构成其日常生活的全部。
回溯政治经济学对空间的经典论述,我们发现,作为劳动的基本要素之一,

空间在政治经济批判路径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在平台经济与数字技术重塑空间

的时代,我们如何去理解和阐释“空间—技术—劳动 /人”的复杂关系? 本研究

希望借助空间理论,建构具有阐释力的逻辑脉络,以透视空间何以在平台劳动过

231

社会学研究 　 2024. 4



程中展开。 网约车司机在平台和城市双重空间中开展空间实践,这一实践改造

了经典意义上的空间表象与表征性空间的内涵与外延。 可以说,网约车司机的

劳动过程即是空间生产过程。 这一数字时代的空间生产又依赖平台资本、算法

逻辑对网约车司机的微观权力控制。 最终,借由网约车平台得以联结的“身体 /
人—技术—劳动—空间”的空间理论路径得以确立。

近年来,学术界涌现大量讨论司机 /骑手借助平台算法漏洞来发挥主体性的

研究,相关问题也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然而,在相关研究中,网约

车司机等平台劳动者最为基础的空间实践层面的意义和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的挖

掘。 一位受访司机谈及“抵抗”时说道:“‘逃逸’或脱离意味着两难境地,一方面

是短暂地逃出,休息一下;一方面是你离开平台的监管或者说干脆不跑车,但那

必然就会有惩罚和收入减少。 最终还是得回到路线和车厢,毕竟全家老小都等

着吃饭生活。 另一个矛盾是,钱变多,陪家人的时间变少,家庭关系越来越差。
你说怎么选?”(访谈资料 20230718SJ23)从这一角度来看,平台经济业态之下的

劳动者或其职业本身与平台经济一样具有了液态的特征。 网约车司机成为可以

随时进入与随时离开的暂时性或过渡性职业,弹性、流动的工作时空都成为这一

职业的不确定因素。 因而,除了相关研究所聚焦的平台劳动过程之外,司机在劳

动中的流动性也值得讨论,即物理城市空间中的巡游、二维城市空间中的数字化

移动、职业范畴与劳动形式上的朝不保夕(斯坦丁,2023:15 - 20)。 因此,个体

借以逃离控制的平台缺陷或制度性漏洞并不构成网约车司机群体消除劳动异化

的根本路径。 对数字化时代新型业态的赋权与社会贡献的探索还应关注其逐渐

形成的异化可能,从而建构更加平衡的技术—业态—劳动者的三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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